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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和谐主义

一种基于和谐主义视角对法国作为文明的解读，其架构以“生命之树”（和谐的架构）为核心：Dharma，并以十一根支柱——生态、健康、亲缘、管理、金融、治理、国防、教育、科技、传播、文化——作为诊断与复兴的结构框架。另见：和谐的架构, 和谐实在论, 宗教与和谐主义, 灵魂的五种图景, 上师与向导, 精神危机, 西方的空心化,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唯物主义与调和主义, 后结构主义与和谐主义.




甜蜜的法国

该国最早的本土自称出现在《罗兰之歌》中，该作品约于1100年被记录在牛津的一部盎格鲁-诺曼语手稿中。在朗塞瓦战场上，临终的罗兰最后一次将面容转向“doulce France”。这一行诗句如同祷文般在整首诗中反复出现；这是这位垂死骑士用来指代祖国的词语，正如另一种语言中“家”这个词的用法。这个形容词词的含义精准无误。“Doulce”源自拉丁语“dulcis”——意为甜蜜、温柔、温和——该词指代的是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味觉特质。法国在其建国史诗中以“Doulce”自称，其结构意义与日本以“Wa”自称如出一辙：并非自夸，而是本体论层面的自我认知。这一文明将自身视为世间一种独特的存在基调——一种“精妙（finesse）”、“分寸（mesure）”与“柔和（douceur）”的模式，它将一切都纳入其中，从大教堂的建筑到一顿饭的结构，乃至一句子的韵律。

体现这种自我认知的持续仪式便是日常的repas——这种结构化的法式餐食从乡村bistrot到家庭餐桌皆有践行，并于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çais。其形式严谨：开胃酒、entrée、plat、 奶酪、甜点、咖啡，全程坐着享用，细细品味，伴随着作为用餐组成部分的交谈，至少持续一小时，往往长达两小时。 孩子们自幼便被教导：不可站在柜台前；面包要撕，不可切；需待所有人上菜完毕再动筷；餐桌上的谈话方为正经。这顿饭是一份小小的douceur——《罗兰之歌》所命名的文明终极目标的日常缩影。

和谐主义将这种自我命名视为一种精准的文明自我认知。**Douceur是Logos在手势层面运作的活生生的印记——宇宙秩序以温柔之姿降临世间，借此，形式与实质彼此守信。在世俗化的政治表象之下，法国保留了现代性中最清晰的、融合了天主教、修道院与神秘主义的底层结构，保留了任何工业社会中最为完整的terroir饮食文化，以及从帕斯卡尔经梅恩·德·比兰、 伯格森、韦伊、马塞尔、亨利及马里翁，这一脉络构成了西方传统所孕育的对“Logos*”（内在生命）最深刻且持久的认知。透过“和谐的架构”来解读法国，便会发现一个拥有非凡深度的底层结构的文明，其表层安排却无法得到底层结构的真诚认可，而一条通向复兴的道路，正贯穿于该文明自身所创造却目前拒绝承认的资源之中。





活着的底层结构

有五项认知指明了法国在结构层面所保存的本质。每项认知都带有其自身的限定条件，因为基底持续存在的制度事实与大众的现实生活状态已不再相符，而二者之间的鸿沟本身即具有诊断意义。

作为活生生的制度事实的天主教-修道-神秘主义基底。 法国所创造并保存的静观建筑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克吕尼修道院，建于910年，是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发源地； 西托修道院及伯纳德领导下的西多会改革，其《Dediligendo Deo》至今仍是严肃静观培育中的指导文本；大卡特修道院（La Grande Chartreuse），建于1084年，卡特修会的静默传统在此持续了九个世纪；加尔默罗会改革通过利斯ieux的德兰修女的《灵魂的故事》 及其“小径”而展开的改革，这是亚伯拉罕宗教传统所孕育的“积极之道”中最精准的阐释之一；索莱姆修道院在法国大革命试图抹杀格里高利圣咏传统后，将其重新恢复；勒巴鲁和丰特贡博修道院守护着古老的拉丁礼仪；圣若望团体与福传团体则肩负着梵二会议后静观传统的复兴重任。围绕着它们：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梅恩·德·比兰关于内在生理学的《私密日记》、柏格森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西蒙娜·韦伊的《重力与恩典》和《等待上帝》、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形而上日记》、米歇尔·亨利的《《我即是真理》——六百年来，这些哲学与神秘主义的阐释以相同的语言运作，探讨着静修修会们在沉默中耕耘的同一片精神疆域。这一诚实的评述一针见血。法国的活生生的天主教信仰已在人口层面崩塌：每周参加弥撒的人数徘徊在5%左右，神职人员的数量虽从低谷回升，但仍仅为1960年代前水平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大教堂主要作为旅游景点运作， 而2019年4月的巴黎圣母院大火，在文化层面上被视为“遗产事件”，而非其根基本应认知的“圣事事件”。制度根基在索莱姆斯、勒巴鲁和卡特修会隐修院等层面依然存续；但那些路过空荡堂区的民众，并未参与到这些机构所守护的事物之中。

作为活生生的宇宙论实践的“风土”。原产地名称保护体系（1935年起适用于葡萄酒，后扩展至奶酪及其他产品）、约一千两百种认证奶酪构成的网络、勃艮第climat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列入名录）的葡萄酒建筑体系——其中50平方米的命名地块数百年间始终承载着独特的身份认同，以及boulangerie-熟食-奶酪-酒窖的街区格局，遍布约一万个活跃市场的marché传统，以及在法规保护下仅以面粉、水、盐和酵母烘焙的日常baguette tradition française——这些共同构成了工业社会中现存最完整的“食物即宇宙论”体系。这种认可具有结构性意义：一款葡萄酒源自某个climat，一款奶酪源自某个terroir， 熟食源自地区，这并非营销噱头，而是本体论层面的主张——食物承载着地域。诚实的补充：工业化的渗透速度极快。麦当劳拥有超过1500家分店，是仅次于路易丝面包店（Boulangerie Louise）网络的第二大餐饮连锁； 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乐克莱尔、Intermarché、欧尚）占据了约70%的食品零售市场；AOC体系本身正日益被工业化势力所掌控，这些势力利用风土术语对抗最初开创该体系的小生产者；2024年的“农民危机”及高速公路封锁事件，暴露了在欧洲贸易政策和超市采购力作用下，小农经济结构的崩溃； 经济在欧洲贸易政策和超市采购力的双重夹击下已陷入结构性崩溃；且每公顷农田的农药使用量位居欧洲前列。这一根基虽受到制度保护，实质上却正在不断侵蚀。

作为构成性公民表征的知识分子-哲学传统。 法国孕育并维系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作为构成性公民形象——伏尔泰的《哲学书简》、雨果反抗第二帝国的流亡、左拉的《我控诉》、佩吉的《双周笔记》。 围绕这一传统：自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基于精英选拔的大专院校体系、每年组织文学评奖的龚古尔文学奖，以及作为公民社会基础设施的独立书店网络。客观而言，形势严峻。1968年后的知识传统在最需要其诊断能力的历史时刻，却崩塌为后现代的自我解构； 当代法国学术界在2010年代被全盘引进的英美身份政治框架（“去殖民主义”、“交织性”）实质上所俘获，这些框架取代了本土的批判传统而非对其进行延伸；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已被“专栏作家”所取代；“大专院校” 体系已固化为世袭技术官僚体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高等师范学院约七成的学生来自家庭收入前10%的家庭，内阁成员的遴选也遵循同样的筛选机制。曾孕育帕斯卡尔和韦伊的传统，如今却培养出撰写关于“治理”与“韧性”评论文章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关于后现代崩塌的完整论述详见后结构主义与和谐主义。

村庄、风景与建筑的地域-美学基底。 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景观-文化融合体系之一：普罗旺斯的加里格（garrigue）及其薰衣草与橡树；诺曼底的博卡日（bocage）；勃艮第的克洛（clos）；布列塔尼的沿海博卡日（bocage côtier）与花岗岩小教堂；奥弗涅高原；比利牛斯山谷；卢瓦尔河谷城堡区； 阿尔卑斯山谷；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列入名录）；法国最美村庄网络；以及法国建筑遗产保护体系——该体系通过法规制度保护着约四万五千处古迹和一百五十万栋建筑。必须坦诚承认：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人口流失问题十分严峻。克里斯托夫·吉吕对“边缘法国”的诊断，揭示了大法国（资本、文化生产和政治权力在此集中）与“被遗忘的法国”（即那些因公共服务萎缩、学校关闭、医院撤离、村庄里的咖啡馆、邮局和药房相继消失而苦苦挣扎的小城镇及农村多数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割裂。 2018至2019年的“黄背心”起义，正是边缘地带针对这一结构发出的清晰抗议；当局对此并非以政治回应，而是动用警力镇压，期间发生的抗议相关伤亡事件更是创下西欧同期最严重纪录。 “乡村景观”仅在法规保护层面得以存续；而孕育它的“农民阶层”正面临结构性的消亡。

作为实质性栖居形式的共和公民架构。法国承载着一种共和神话诗学，其浓度之高在其他西方国家中无出其右：作为建国象征的玛丽安娜，作为年度重塑仪式的7月14日，在每次公民场合高唱的《马赛曲》，作为融合机制的共和学校，作为普惠架构的社会安全（1945），作为国家地方代表的省长，作为实质性公民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以及作为组织信仰与国家关系之宪法原则的政教分离* （1905年）作为规范信仰与国家关系的宪法原则。这正是结构性诊断最能切中要害的基底，因为共和表象与那些表象无法坦诚承认的安排并存。关于这种坦诚的限定，下文另有专节论述； 此处的认识在于，表层实质上仍被人们所认同——大多数法国公民依然将“共和国”、“政教分离”和“公共服务”视为法国的组成部分——尽管运作现实已偏离了这些词汇历史上所指代的内涵。

这与“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所倡导的、以鲜活的制度与文化形式运作的文明Dharma（内在秩序）学说存在交汇之处。下文的限定性论述并非对这些交汇点的反驳，而是本文后续展开的诊断性框架。在法国，尽管表层安排积极压制着基底，且无法坦诚承认自身对其的依赖，但基底仍得以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真正的保存。





核心：Dharma


温柔、精妙与宏伟作为文明的终极目标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第512段中，提出了区分法国所追求的一切的根本界限：esprit de géométrie（几何思维）与esprit de finesse（精妙思维）。几何思维从少数清晰的原则推导出许多遥远的结论； 而“精妙之思”则在任何言说之前的静默中，同时把握诸多微妙原则，并顺其指引前行。帕斯卡尔并非主张其中一种优于另一种；而是指出，法国文明在其应有的境界中需要二者兼备，即笛卡尔式的“我思”必须在“精妙之思”中运作，否则它只会产生自身的镜像。九个世纪以来，法国为自身命名的文明终极目标——罗兰的“罗兰笔下的“温柔的法国（douce France）”、旧制度时期的“生活之柔（douceur de vivre）”、共和体制下“生活艺术（art de vivre）”的融合，以及戴高乐《回忆录》中的“宏伟（grandeur）”——正是几何清晰度与“精妙”的融合，而仅凭几何清晰度本身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 大教堂是几何学服务于“精妙”；一顿美餐是几何学服务于“柔美”；谈话、草地、和弦进行、雕刻的石灰岩柱头——每一处都是同一种融合在不同尺度上的体现。

这种契合的体验现象学，通过语言中一组紧密相关的词汇得以阐释：“生活艺术”（art de vivre）指代那种使日常生活得以升华为审美行为的关注品质；“生活的柔美”（douceur de vivre）指代在该艺术中生活所感受到的质感；“投入”（engagement）指代有修养之人对其所处时代保持责任感的伦理姿态； finesse（精妙）指代那种辨识力，它使形式得以在具体的特殊性中被感知，而非被简化为类型。Repas（餐食）、promenade（散步）、flânerie（漫游）、causerie（闲谈）、terroir（风土）、vendange（葡萄采收）——每一项都命名了一种微小的仪式，通过它，douceur（柔美）融入了日常。这些绝非感伤主义；每一项都是文明修养的沉淀，这种修养将日常生活的塑造视为一件严肃之事。 这与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在生活语域中阐释的“宇宙秩序”（Dharma）恰好相契合：文明保留了一套词汇，用于描述与宇宙秩序相契合的切身体验，这些词汇分布于饮食、举止、交谈与场所等不同语域之中。

这一终极目标所产生的病理现象也清晰可见。 当“douceur”曾是实质性修养的标志时，“作为表演的douceur”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声望的表层，被用来抵御任何可能扰乱它的表述。那个用来指代彬彬有礼、举止从容、言辞流利之人的“bonne éducation”，同样可以指代将结构性批判吸纳进顺滑对话之中的过程——这种对话不允许批判落地生根。“Le politiquement correct”（在成为美国进口概念之前，这是一个法语表述）指代的正是这种漂移： “温和”的表层作为压制的礼仪，即礼貌地拒绝指认结构性事实。De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阐明了另一种选择：若缺乏那种认真对待结构性事实、基于对其认知采取行动而非对其进行表演的“宏大”，法国便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国。 当“温柔”（douceur）沦为礼仪，而“宏伟”（grandeur）沦为行政闹剧时，这一底层结构对当代法国境况的定名便是“衰败”（décadence）： 这一文明仍铭记着词语，却已丧失了实质。



天主教基底作为本土的和谐现实主义

《和谐主义》认为，法国所保存的天主教基底——与其说是特伦托会议后的制度体系，不如说是其神秘-沉思的维度——是一种本土的“和谐现实主义”（和谐实在论），即认识到现实的每一刻都由“神圣和谐”（Logos）所维系， 即宇宙内在的和谐智慧，在《约翰福音》序言中被称为“道”，万物借着祂而造，万物也靠祂而立。 天主教-基督教传统将Logos阐释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祂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化身为特定的人，从而将宇宙秩序与人类个体置于具体的关联之中；那条从希腊教父经由拉丁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再经加尔默罗会改革，直至利斯ieux的德兰修女petite voie的默观脉络，阐明了人类通过attention、présence、abandon和grâce，与那Logos建立活生生关系的途径。这种跨图谱的认知精准无误：天主教的grâce与吠陀的Ṛta、希西阿斯派的theosis与苏菲派的fanāʾ、加尔默罗会的“attente”与克罗人的“Munay”、西多会的“contemplatio”与禅宗的“zazen”，皆是通过不同图示语汇对同一领域所作的阐释。详尽论述见于《灵魂的五种图景》；其法国特有的阐释，则体现在该基底在通俗法语中的持续制度化与哲学阐释之中，凡通晓法语者皆可读懂。

二十世纪法语中对此认知的最精准阐释出自西蒙娜·韦伊之手。《重力与恩典》通过两个术语组织了整个领域：“重力”（pesanteur），即灵魂趋向于削弱自身的自然法则；以及“恩典”（grâce），即阻止灵魂坠落的宇宙干预。 《扎根》将这种认知提升至文明层面——文化是人类灵魂扎根的土壤，当代的“拔根”现象在成为政治问题之前首先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而要实现复苏，必须实质性地重建能够进行实质性培育的条件。《等待上帝》（Attente de Dieu）则指明灵魂向grâce敞开的特定姿态——这种attente（等待）并非被动，而是最高形式的专注，是一种让无法被意志所驱使之事得以降临的取向。韦尔既从内部解读天主教的底层结构，同时也研读希腊哲学传统、《薄伽梵歌》以及道家《道德经》 ——这种跨图谱的洞见源于她，以法语阐述于20世纪40年代初，背景正是那场她未能幸免的文明浩劫。

区分真正的天主教根基与埃马纽埃尔·托德所称的“僵尸天主教” ——即实质性实践已然消退，但后天主教的文化残余仍在社会学层面发挥作用——这一区分对于诚实地理解法国至关重要。索莱姆、大夏特鲁斯、勒巴鲁、加尔默罗会团体以及圣若望团体所承袭的默观修道传统，在实质性实践层面依然鲜活；而后领域中，“僵尸天主教”虽仍承载着基底的残余，却已丧失了其运作的实质——该领域每周弥撒出席率仅为2%，但“主保圣人节”仍主导着村庄的年度日程。另一项区分在于：天主教神秘-默观基底与日益被当代政治话语作为文化标识、用于对抗所谓穆斯林或盎格鲁-进步主义“他者”的“身份认同式天主教”之间； 这种“身份认同”式的运用虽借用了底层的表层词汇，其运作逻辑却源自一种连底层的神秘-默观内核都无法认同的语境。本文所阐述的“恢复”，是针对深层底层的恢复，而非将表层作为文化标记的恢复。



灵魂层：一个未曾丢失、只是被隐藏的底层

对法国“灵魂语域”的诊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悖论。这一文明既保留了西方最精妙的“积极之道”（via positiva）神秘-沉思体系（包括加尔默罗会、西多会、卡尔特会和本笃会传统，依纳爵的《神操》，以及贝鲁尔、奥利耶和让-雅克·苏林《灵修指南》所代表的“法国灵修学派”）， 与此同时，法国却是世界上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约有30%的人自认为无神论者，约35%的人虽名义上为天主教徒却无实际信仰实践。这些修习之道在制度层面并未消失；修道院仍在运作，修道志向虽维持在较低但尚存的水平，静修团体也仍在传承。只是它们已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大幅退隐。 引人注目的是，灵魂的栖息地已然迁移。法国电影（罗伯特·布列松的《圣女贞德受审记》、布鲁诺·杜蒙的《哈德维希》）， “天主教作家”传统（贝尔纳诺斯的《乡村神父日记》、佩吉的《圣女贞德的慈善之谜》、克洛德尔的《正午的分享》），以及“法兰西香颂”传统（布雷尔、布拉桑、芭芭拉）所承载的存在主义与形而上学维度，正是当今大多数文化创作所缺失的。这种“灵魂之知”并未消亡。 它已从显性的宗教实践中转移到了想象-文化层面，在那里，它作为记忆与指涉而存在，而非作为具身传承。

《和谐主义》为法国提供的跨图谱构想是精准的。 天主教神秘主义的底层基质依然鲜活，但未能充分传递；印度、中国及萨满教的图谱承载着具身化细微之身修行的阐释（按名称激活脉轮、Jing - Qi - Shen 的精炼、医药轮与四方），而法国天主教传统对此有着深刻的参照（见“法国学派”的《道成肉身之态》（états du Verbe incarné）、以及对希西阿斯主义的借鉴） 但并未以平信徒可及的规模加以传承。这种整合并非宗教混合；这些图谱之所以汇聚，是因为其根基本为一体。上师与向导 阐明了结构性的终极目标：修行形式是载体，其最高目的在于孕育真正证悟的修行者——他们立足于直接的实相之上，而非永远停留在形式本身。 法国的复兴包括允许其实质性的天主教神秘主义基底发挥其本应发挥的作用——孕育开悟的静观者，其生命本身即成为表层形式所指向的修行。






1. 生态

法国拥有欧洲最完整的温带气候生态基底之一。paysage français——即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在《法国地理图景》（1903年）中阐述的、被命名的区域景观整合体所阐述的、被命名的区域景观整合体系，以及“bocage”网络系统、覆盖约30%本土领土且位居欧洲森林覆盖面积第三位的“forêts domaniales”（国有森林）、“Parcs naturels régionaux”（58个活跃的自然公园，覆盖约15%的国土）、“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生态、卡马格与普瓦图沼泽*，以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自然保护区——共同构成了丰富的生物与文化美学基底。“风土”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一种生态认知：葡萄酒、奶酪和面包承载着地域特质，因为该地域的生物环境参与了它们的制作过程。

当代的断裂极为严重。工业化农业正逐步取代小型混合农场模式；每公顷农药使用量位居欧洲前列；谷物产区带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下降；生物多样性崩溃的程度可量化为：1989年至2019年间，农田鸟类种群数量减少约30%； 2003年（约1.5万人因高温死亡）、2022年及2024年的热浪，揭示了公共卫生体系仅部分应对的气候脆弱性；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干旱状况已演变为结构性问题；“千头奶牛农场” 模式以及大型工业化奶牛和谷物种植经营，已大幅取代了农民模式；卢瓦尔河流域的三文鱼种群以及大西洋盆地的鳗鱼种群已崩溃。诺特丹德兰德机场建设抗议（2008–2018年，最终被放弃）标志着一场罕见的民众生态胜利； 但总体趋势仍是工业生态学在与生态基底相悖的方向上运作。

复苏之路正通过法国自身孕育的农业生态学体系展开。皮埃尔·拉比的《走向幸福的节制》、他创立的“蜂鸟”运动、生物动力农业运动 网络、在数百家农场重启农林复合系统的“农林复合”运动，以及证明了密集型小规模生态生产商业可行性的“贝克-埃卢安”永续农业项目，都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 所需的结构性改革具有明确方向：通过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实质性地打破工业化农业模式；实质性地保护“农民”经济免受超市采购力的冲击；实质性地扩展“地区自然公园”和“Natura 2000”网络；在景观尺度上实质性地恢复“树丛景观”网络；通过结构性而非自愿性措施实质性地减少农药使用量。





2. 健康

法国食品体系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最具系统性的农业-文化-宇宙观架构之一。“地方菜系”（Cuisine régionale）并非一份菜单，而是一种地域宇宙观：每个地区的烹饪承载着其土地的地质、气候和历史，那些命名明确的菜肴（plats），其精确配比受制于传统惯例，其约束力不亚于任何原产地命名控制（AOC）法规。这种结构模式——即paysan 在小型混合农场规模上生产，合作社进行集约化，市场和肉铺在社区层面进行分销，厨房以符合食材来源的严谨态度处理原料，餐桌上的用餐时间恰如其分——这一结构模式不仅造就了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法国烹饪艺术，更孕育了这种烹饪艺术所承载的、与食物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关系。其与生物基质的契合尤为显著：慢火慢炖的daube、cassoulet和pot-au-feu，约五十种AOP奶酪所承载的生乳发酵传统，富含多酚的地区橄榄油与核桃油，pistou、aïoli及bouquet garni所体现的野生香草传统，charcuterie传统中对内脏与胶原蛋白的珍视， 天然酵母面包的发酵工艺，以及作为活体生物物质的葡萄酒本身——即三宝（生命科学）架构所称的Jing（生命培育）——这些元素以结构性的深度贯穿于传统的法国饮食之中。

除了饮食之外，法国还保留了重要的公共卫生与疗愈基础。 thermalisme（温泉疗法）传统（包括维希、艾克斯莱班、埃维昂等约一百座温泉小镇，这些地方均获得正式医疗认可并享有Sécurité sociale的部分报销）作为源自罗马时期的连续性水疗与矿泉水传统而延续至今。phytothérapie 和芳香疗法传统在正式的药学框架内与对症疗法并列获得认可；顺势疗法历史上曾获得正式认可（直至2021年部分资金被撤销）。社会安全体系 （1945年）构建了全球最具普惠性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一；在医生协会（ordre des médecins）架构下运作的家庭医生传统，将医生定位为修养深厚的专业人士，而非时间紧迫的技术人员。慢食文化本身便起到持续调节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 “散步”与“漫游”的传统维系着日常的低强度运动；“花园”传统则确保了即便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也能接触绿地。

当代的断裂极为严重。农田已逐渐集中于工业规模的土地持有者手中；半个世纪以来，“农民”经济已然崩溃； 连锁超市占据了约70%的食品零售市场；加工食品的普及程度与人口肥胖率的转变呈正相关（儿童肥胖率从1980年的约5%上升至2020年的约17%）；麦当劳位居第二大餐饮连锁品牌； 农药使用量位居欧洲前列；2024年伴随高速公路封锁而来的“农民危机”，暴露了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超市采购力支配下，小农经济结构性的不可持续性； 贸易谈判（尤其是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屡次威胁到保护“风土”免受工业替代的监管架构。社会安全体系因成本上涨和人口老龄化而承受着持续压力；农村医疗荒漠化已导致“医疗荒漠”覆盖了该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制药工业框架已逐渐取代了社会安全体系最初所涵盖的传统医学与西医相结合的架构。

幸存下来的体系依然相当庞大——包括受AOC/AOP保护的产地名称， 拥有数千家合作社的“社区支持农业”（AMAP）网络、“慢食”（Slow Food）社群、仍服务于大多数人口中心的工匠面包坊、在约一万个集市上依然活跃的“集市”传统、“温泉疗法”网络以及“草药疗法”传统。复苏之路在于结构性重联，而非怀旧式的复原。 由“农民联合会”倡导、皮埃尔·拉比（《迈向幸福的节制》；“蜂鸟”网络）在哲学层面加以阐发的“小农农业”运动，明确了其运作原则：小规模混合农场生产，立足土壤生物而非化学投入，通过合作社架构而非超市买方垄断进行大规模分销，并将粮食主权视为与宏观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文明优先事项。法国的长寿统计数据仍掩盖了其代价——这个拥有发达国家中最坚实传统饮食根基的国家，其代谢性疾病发病率也在迅速上升，这是在保留“风土”美学话语的同时，却从工业食品体系获取日常热量的必然结果的美学话语体系。





3. 亲缘关系

人口数据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文明状态。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曾长期位居西欧之首，如今已跌破更替水平（2024年为1.66， 这是二战以来的最低值）。2020年单人家庭占比已超过37%，且仍在持续上升。老龄化趋势虽不如意大利或德国那般极端，但依然严峻。结婚率已大幅崩跌（仅为1970年人均结婚率的一半左右）；同居和PACS（民事伴侣契约）虽已取而代之，但同期家庭组建的登记数量却在减少。

结构上仍具重要意义的是“1901年协会”——这一由1901年法律设立的监管类别，目前拥有超过130万个活跃协会，涵盖从乡村足球俱乐部到文化社团再到社区互助网络等方方面面，构成了欧洲最密集的公民协会基础设施。“市镇”传统在约三万五千个市镇中组织着村级以下的政治行政生活，民选市长在地方事务上拥有实质性权力。主保圣人节 、音乐节（自1982年起）、跳蚤市场及庭院旧货集市等活动，至今仍作为周期性的公民生活重现而持续运作。乡村咖啡馆虽日渐稀少但并未消失；乡村面包店、肉铺、 以及小商店则通过“商业建筑”的法规保护，以及市长们为保护它们而日益增加的市政补贴得以存续。严重削弱的是社会整合架构——作为社区中心的“教区”在大多数省份已人去楼空； 公立学校（école laïque）的运作日益沦为行政职能，而非实质性的公民教育机构；街区（quartier）这一体现城市邻里密度的传统，正因出行模式的变迁和线上活动的替代而逐渐被掏空。

复苏之路在于重建中间层——实质性的教区、 实质性的commune（市镇），实质性的街区，以及实质性的association（协会）——它们必须具备足够规模来组织日常生活，而非仅以残余规模附属于日常生活。基础已然存在；结构上缺失的是那种政治文化优先性，它本应保护这些结构免受当前正侵蚀它们的中央集权与流动力量的侵蚀。针对这一深层病理的系统性论述可见于 西方的空心化 和 精神危机；法国特有的情况在于，该国保留的基础结构比大多数同类社会更为完备，且从法国的起点出发，复苏在结构上比其他国家更具可能性。





4. 守护

法国保留了当代社会中最为完善的工艺体系之一。Compagnons du Devoir（源自中世纪compagnonnage的行会学徒制，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Tour de France这一跨年度的巡回学徒制，学徒（aspirant）通过在全国各地跟随知名大师工作，最终成为行会成员（compagnon）。“法国最佳工匠”（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始于1924年）是一项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竞赛，旨在表彰约两百个工种中最高水平的工艺造诣，它体现了法国对日本“人间国宝”（Ningen Kokuhō）计划所制度化理念的诠释： 即文明层面的明确认知：某些技艺无法承受市场压力，必须通过其他手段加以保护。奢侈品工坊（爱马仕皮具、 香奈儿“艺术工坊”、里昂的丝绸织工、塞夫勒与利摩日的瓷器、巴卡拉的水晶）通过持续传承，维系着庞大的制作者群体。而“法国建筑遗产”体系（其中“法国建筑遗产建筑师”对任何被列为保护古迹的建筑方圆五百米内的施工拥有法定监管权），则在结构层面组织着“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当代社会在小型手工艺领域出现了剧烈的断裂。数十年来，工匠行业一直承受着持续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监管负担（繁琐的行政程序足以构成进入市场的结构性壁垒）、来自文凭主义 （教育体系将年轻人导向认证知识型工作），以及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价格竞争。尽管“行会工匠”（Compagnons）传统仍在传承，但学徒人数持续减少；小规模手工艺行业正面临老龄化；奢侈品集团仅在受金融资本所有权（LVMH、开云、 历峰集团）受其所有权（金融资本）补贴的受保护规模内维持手工艺传承，而这些集团的战略优先事项与手工艺本身并不一致。从更广泛的工业管理层面来看，过去四十年来法国制造业已实质性去工业化（经济地理学家洛朗·达维齐等学者所记录的“去工业化”轨迹）；生产型经济正逐步转向服务业、旅游业和奢侈品出口，洛林盆地、 诺尔-加来海峡煤钢盆地以及更广阔的周边工业地区，生产能力已大幅空心化。复苏之路需要为artisanat提供明确区别于以证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的制度支持——Compagnons模式已提供了哲学和操作范本，若政策优先将手工艺部门视为文明基石而非劳动力市场的残余类别，其规模便可大幅扩展。 将artisanat与terroir及paysage相融合，是法国独特的基础条件组合所赋予的结构性机遇。在更广泛的工业层面，复苏意味着通过实质性的而非空谈的承诺，对生产性经济进行实质性的再工业化。





5. 治理

当代法国治理的根基上存在两种结构性模式，若不指明这一点，“和谐主义”便无法客观地解读法国：该国运作于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技术官僚体制之下，其民主表象已逐渐脱离实质性的政治回应；而1905年的laïcité原则在过去三十年间已硬化为一种激进的形而上学中立主义，这与该文明持续依赖的宇宙论基底不相容。 共和主义的表象——自由、平等、博爱、共和学校、社会保障、普世主义的承诺——与这些状况并存，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掩盖这些状况的作用。

作为行政统治阶层的“行政贵族”（Énarchie）。 法国通过战后有意识的制度选择，培养出一支由少数几所grandes écoles（国立行政学院——2022年被国立公共服务学院取代；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高等师范学院）塑造的、奉行精英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的统治阶层。这些毕业生进入grands corps de l’État（财政总监察署、国务委员会、 审计法院、矿业局）任职，并通过“旋转门”机制（即日本治理批判中所指的“天降”现象）在内阁部长职位、高级行政职务及大型企业董事会之间流动，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他们都构成实质上的统治阶层。该体系在结构上独立于民主参与的特性已有半个世纪的文献记载； 这一诊断并非党派之争，而是结构性问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中便已洞察：革命并未摧毁行政中央集权；它继承了波旁王朝的体制并加以强化。《雅各宾主义》一书指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病灶——这种病灶在君主制、共和制及当代技术官僚体制中均存在——即权力集中于中心，中间机构被系统性削弱， 而边缘地区则在行政上脱离其自身实际状况被治理。马克龙2017年的当选是该体系的象征性结晶：一位没有党派根基的财政监察署出身的“埃纳克”，因传统左右翼结构的崩塌而默认当选，通过行政否决（即反复用于对抗议会反对派的《宪法》第49.3条程序）以及动用警力镇压接连不断的群众抗议来施政。

对大规模抗议的结构性压制。2018–2019年的“黄背心”起义——这是自1968年以来法国规模最大的民众起义，主要由克里斯托夫·吉吕曾记录过其生存状况的“法国边缘地带”组织发起——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政治回应，而是遭遇了大规模的警察镇压，导致该时期西欧最严重的抗议相关伤亡 （有人因LBD橡胶防暴弹失去双眼，有人被驱散手榴弹炸断手掌，并有多人丧生）。2023年的养老金改革抗议活动，针对的是此前数月来大规模示威已明确否决的法案，最终却通过49.3条款强行通过，绕过了政府本会败北的议会投票。 “以武力替代政治回应”的模式现已成为结构性常态：三届政府中的技术官僚统治阶层已证明，大规模民主动员不再是获得政治回应的途径。这并非风格层面的批判，而是结构性的现实。

作为融合失败的建筑——郊区。 战后社会住房计划（1950至1970年代的“大型住宅群”）造就了人口密集区，这些区域随后的人口演变，加之缺乏实质性的融合架构（“融合政策”主要停留在行政层面，而非实质性的文化-公民融合），共同造就了“重点社区”如今所呈现的结构性状况：教育失败、 平行经济、平行法律文化规范，以及在约占市政辖区3%的区域内，国家权威实质性撤离——这是“世俗共和国”的表象无法坦诚承认的。2005年的骚乱、2023年纳赫尔·M.遇害后引发的全国性骚乱，以及数十年间反复出现的模式，都印证了这种结构性状况。 公立学校外墙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两条街外超市里并行的“清真”美食广场，是同一法国在不同层面的呈现；表象与底层实为同一现象，任何诚实的解读都必须兼顾二者。

世俗主义已硬化为反宗教教条。 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起初是作为一种兄弟般的妥协而起草的——在信仰问题上实质性地不施加强制，其明确前提是国家不会将形而上的中立主义强加于公民社会。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特别是通过1989年的“头巾事件”、2004年关于学校宗教符号的法律、2010年的布卡禁令，以及 2021年《分离主义法》，“世俗主义”已被逐步重新诠释为一种激进的反宗教姿态，这与该文明赖以生存的宇宙论基底相悖。更深层的诊断是：僵化的“世俗主义”实为披着程序中立外衣的形而上学立场——其预设是公共生活可以且应当被组织得仿佛宇宙论问题已定论于唯物主义的缺席 ——而这一预设本身正是当代法国治理最深层的病理，因为该文明实质性的文化与政治制度，正是不断参照着这一根基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僵化的laïcité如今却将其视为可疑之物。

未完成的殖民与去殖民清算。法国尚未对其殖民时期进行深度历史清算，而这正是该基底自身最深层传统所要求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对“哈基斯”的抛弃、奴隶制遗留问题（图桑·卢维尔图尔、圣多明各、第二共和国时期的1848年解放运动），以及*“法非关系”（将西非国家与法国财政及军队捆绑在一起的独立后经济-军事结构）等事件，至今仍作为未被处理的结构性条件持续存在。2024–2025年萨赫勒地区的事件序列（法国军队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撤离；瓦格纳集团接替）标志着“法非关系”作为冷战时期制度的运作终结；实质性的清算尚未完成，而 国内后殖民人口的融合失败，正是国外未清算账目的国内映照。

复苏的方向。法国的复苏并非引进英美式的进步程序主义——该模式会输出自身的失调，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西方的空心化 和 唯物主义与调和主义 对此已有详尽论述。 复苏之道在于实质性地重启本国为合法治理所孕育、却如今拒绝承认的本土资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指出了更深层的病灶：雅各宾式的中央集权是结构性的，而非党派性的，而权力下放则是结构性的复苏。由雅克·马里坦（《人与国家》、《整体人道主义》）和埃马纽埃尔·穆尼耶（《人格主义》、《精神》杂志）所阐述的天主教社会传统，为“辅助性原则”提供了本土哲学阐释——该原则主张决策应由具备能力的最低层级作出，上级层级仅在基层无力处理时介入。“市镇”（约三万五千个，构成欧洲最精细的市政架构）是这一阐释能够重新激活的运作基底；“大区”和“省”则是“雅各宾派集中化进程所逐渐掏空的中间层级，其恢复将实质性地重振这些层级。结构性改革具体包括：将财政和监管权限实质性下放至地区和市镇层面；对“大专院校”至“高级官僚集团”的输送管道进行实质性改革——过去三十年来，该体系的世袭垄断现象已有充分记录；对《宪法》第49.3条的否决权进行结构性限制；对politique d’整合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实质性的文化-公民融合而非行政中立；实质性地完成殖民与去殖民的清算；将世俗主义恢复至1905年“兄弟般妥协”的初衷，而非其僵化的反宗教形态。这些举措无一要求法国放弃其现代性。但所有这些都要求法国拒绝接受“当前体制是法国所能创造的最佳体制”这一假设。





6. 金融

法国的货币与金融地位，既带有逐步向欧元区架构让渡主权的结构性印记，也体现了其对跨国资产管理生态系统的实质性融入。自1800年以来一直作为实质性货币当局运作的法国银行，于1999年将货币主权移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 如今，法国的货币政策由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制定，在影响法国经济的货币决策中，法国银行行长仅是二十位决策者中的一员。欧元本身从结构上将法国的财政政策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更广泛的欧元区协调机制紧密相连。主要银行——法国巴黎银行、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互助信贷银行、巴黎银行集团——作为重要参与者活跃于更广泛的欧洲及跨国金融架构之中；仅法国巴黎银行一家，其资产规模便跻身全球最大银行之列。CAC 4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实质所有权正日益被全球资产管理架构（贝莱德、 先锋集团、道富集团共同在多数法国主要企业中持有大量股份）。

法国在金融文化领域所保留的根基十分深厚。天主教社会传统中的经济批判——由马里坦、穆尼耶以及通过《精神》杂志发声的“穆尼耶学派”所阐述， 以及更广泛的天主教人格主义传统所阐述的——明确指出：有序的经济生活应服务于人，而非反之；脱离生产性经济的金融会造成文明损害；而拥有小规模财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正是实质性公民生活得以萌发的基石。圣西门主义传统则贡献了这样的认识：金融本质上应是生产性组织功能，而非食利性榨取功能。 战后由“计划总局”（让·莫内创立的机构）主导的planification，提出了国家协调的工业发展模式，以此对抗纯粹的市场逻辑；这一基础支撑着法国的经济政策，直至1983年的tournant de la rigueur转向了传统的金融自由主义。coopérative传统、*互助银行（Crédit Mutuel）与合作银行（Crédit Coopératif）的“互助”传统，以及在正式法规中被认可的“社会与团结经济”范畴，共同在相当大的规模上维系着非食利性金融的基础。

当代的扭曲现象在多个层面显现。欧元区的架构导致了实质性的货币与财政主权让渡；“黄金法则”的财政约束及《稳定与增长公约》 已大幅限制了法国民主政治层面的财政自主权。住房金融化导致巴黎房地产持续通胀，逐渐将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排挤出城市中心。马克龙政府2023年的养老金改革——在民众强烈反对下通过“49.3条款”强行推进，且有据可查地在贝莱德（BlackRock）就法国私营养老金产品扩张提供咨询的情况下出台——正是资产管理行业对法国政策方向施加影响的典型例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仕途轨迹（法国财政监察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欧洲央行行长）彰显了法国官僚精英阶层与跨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人才输送管道。公共债务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10%；债务利息支出现已成为预算中的第二大支出类别。金融部门的实质性决策方向正日益脱离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复苏的方向在于实质性地激活本土的天主教社会传统和“社会与团结经济”传统，以此作为食利金融模式的替代方案； 针对银行业垄断采取反垄断行动；实质性改革资产管理业对法国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实质性利用欧元区架构名义上允许但当代法国政府拒绝占用的政治空间，在欧元区架构内恢复财政主权；在金融化压力下对coopérative和mutualité部门提供结构性支持；实质性重启*计划总局（Commissariat Général au Plan）职能（该机构虽在马克龙执政期间名义上以“高级计划专员公署”之名复活，但实际运作缺乏实质性权力）。基础条件已然存在；但在下文将诊断的治理制约下，激活这些条件的政治条件仍基本缺失。





7. 国防

法国的国防态势在当代欧洲独树一帜，其上烙印着戴高乐主义战略自主传统的实质印记，这种传统与更广泛的北约及英美战略架构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法国维持着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即源自戴高乐时代的“打击力量”，目前约有290枚弹头部署在由战略空军和战略海洋部队操作的潜射及空射平台上）；一支规模可观的常规军队（陆军、 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与太空军）约20万现役人员）；以及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其主要企业——达索航空（阵风战斗机）、泰雷兹、赛峰、海军集团、MBDA、耐克斯特——在全球范围内均作为重要的军火出口商开展业务。

戴高乐主义的根基。 查尔斯·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和《希望回忆录》中的论述确立了这样的结构性原则：法国的战略合法性取决于实质性主权——即即使在联盟架构内，也拒绝服从英美战略主导；维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外交政策在实质上独立于华盛顿的战略优先事项， 并认识到，当法国的实质性利益与联盟的偏好相左时，grandeur（伟大）要求具备独立行动的意愿。De 戴高乐1966年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该决定于2009年被萨科齐推翻）、1958至1969年不顾美国反对发展核威慑力量、1967年在金边发表反对美国越战的演讲，以及1967年在加拿大发出的“自由魁北克万岁”呼吁，这些举措均彰显了这一根基：法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就必须在实质上摆脱英美框架共识的束缚。

当代戴高乐主义基石的侵蚀。 四十年间，这一基石逐渐遭到侵蚀。萨科齐2009年重返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标志着戴高乐主义战略自主权在制度层面正式终结。萨科齐任内与俄罗斯签订、2014年在奥朗德任内因美国施压而取消的“米斯特拉尔”级直升机航母交易，揭示了通过联盟架构运作的实质性从属关系。2021年“奥库斯”潜艇合同的失利——法国海军集团与澳大利亚签订的常规动力潜艇合同，因英美核潜艇合作而未与巴黎事先协商便被取消——暴露了法国如今在更广泛的英美战略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实质性地位。 2024年萨赫勒地区的局势演变标志着“法非关系”（Françafrique）作为法国实质性战略自主舞台的终结：法军被逐步逐出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中非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是与非洲新战略倾向高度契合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部署。更广泛的趋势是，法国独立的战略自主舞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质性地崩溃了。

军工复合体与军火出口。法国位列全球五大军火出口国之列，拥有庞大的军工生产体系（向埃及、卡塔尔、希腊、印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出口“阵风”战斗机；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技术直至2021年，现转供其他合作伙伴； 2022至2025年间向乌克兰大规模出口“凯撒”火炮；以及覆盖北约及伙伴国的更广泛MBDA导弹产品组合）。出口经济是法国国防工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支柱——仅靠国内采购预算无法维持达索-泰雷兹-赛峰集团-海军集团的现有规模，而数十年来，出口逻辑一直塑造着武器系统设计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艾森豪威尔在美国语境中诊断出的模式——国防采购和出口作为具有持续威胁态势结构性利益的重要经济行为体——在法国也以独特的方式运作，其额外特征在于，出口基础在结构上需要对法国军事装备的持续国际需求。

根基与复苏方向。戴高乐主义传统、经由马里坦阐述的天主教“正义战争”学说以及更广泛的法国天主教政治传统，加上《玛丽安娜》与《安全》杂志所代表的公民传统，共同构成了以相称性、公民问责制及面向真正法国主权利益的战略自主性为基础的实质性国防学说。复苏的方向在于实质性地重振戴高乐主义的战略自主根基： 基于实质性法国利益而非大西洋框架忠诚度，重新谈判与北约的关系；将“打击力量”学说重新定位为真正的威慑自主；对“国防装备总局”及更广泛的采购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打破国防采购与主要工业行为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在军事层面实质性地完成殖民与去殖民的清算 （“法非关系”遗留问题、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广泛的西非干预模式）；以及对军火出口逻辑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国防工业的可持续性实质性地与主权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而非一味迎合国际市场对法国装备的需求——无论这些装备服务于何种冲突。





8. 教育

当代法国教育主要受“共和学校”传统主导，该传统源于朱尔斯·费里十九世纪末提出的普世主义与世俗主义教育项目，其体系通过“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的入学序列以及“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的教师招聘机制得以组织。 该体系历史上曾造就了西方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这一历史成就如今正同时面临多方面的持续压力。过去十年间PISA成绩持续下滑，法国在数学领域的表现现已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学校庇护所”（即学校作为受保护的公民空间这一原则）在“重点社区”及更广泛地区正日益遭到践踏 （包括2020年萨缪尔·帕蒂和2023年多米尼克·伯纳德在内的教师遇害事件，标志着这种结构性困境）；décrochage scolaire （辍学率）虽稳定在同龄群体约8%的水平，但掩盖了在正式毕业门槛之上大量实质性的脱离现象。grandes écoles（精英大学）的精英主义已固化为世袭垄断（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招生约70%来自前10%的顶尖学生）；banlieue 学校则作为平行体系运作；历任教育部长推行的课程改革非但未能实现实质性重建，反而导致了教育体系的碎片化。

逐渐取代实质性人文主义传统的，是“文凭优化”模式——该体系日益侧重对学生认证知识获取的评估，而humanités （拉丁语、希腊语、哲学、文学、深度历史研究）则被逐步削减。复苏正通过“非合同制学校”（école hors-contrat）的增长（天主教、蒙台梭利、斯坦纳-华德福、古典基督教学校，以及在“重点社区”（quartiers prioritaires）内运作的“郊区希望”（Espérance Banlieues）网络）以及家庭教育领域（instruction en famille，虽受近期立法日益严格限制但仍在运作）。系统性的“协调主义”理念体现在谐波教学法和教育的未来中。法国特有的复兴需要将人文学科实质性地恢复到公共教育的核心位置，需要非合同制学校 在《分离主义法》监管压力下的实质性自主权，将手工艺学徒制渠道实质性地融入以证书优化为主流的教育体系，以及对大专院校招生机制的实质性改革，以打破过去三十年间记录在案的世袭垄断。





9. 科学与技术

法国的科技地位深刻烙印着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战后科学体制的投资，以及欧洲研究协调一体化与英美前沿主导之间当代张力的印记。法国的古典科学传统是现代世界中最深厚的传统之一：帕斯卡、笛卡尔、 拉瓦锡、拉普拉斯、巴斯德、居里夫妇、贝克勒尔、庞加莱、布罗格利——这一从十七世纪延续至二十世纪的绵长谱系，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都产生了奠基性的成果。战后科学体制的基础设施十分雄厚：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按资金规模计为欧洲最大的科研机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 核物理与能源领域的原子能委员会（CEA）；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巴斯德研究所；阿丽亚娜航天公司及更广泛的欧洲航天发射基础设施；以及设在卡达拉什的ITER核聚变计划。

当代法国科研体系运作于更广泛的欧洲科研协调架构之中（“地平线欧洲”计划、 欧洲研究理事会、欧洲航天局）——实质上已深度融合，研究方向日益由布鲁塞尔而非巴黎主导。2020年代前沿人工智能的兴起催生了独特的法国变体：Mistral AI（由包括Arthur Mensch、Timothée Lacroix、 Guillaume Lample）于2023年创立），作为最具实力的非英美前沿AI实验室崭露头角，发布了具有竞争力的开放权重模型，挑战了英美框架的广泛主导地位。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数学传统持续培养着大量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其中许多人才历史上曾流向英美机构，但如今越来越多地留在国内开展工作。

当代的这种变异现象体现在多个层面。数十年来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法国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大量流向美国和英国，更广泛的法国科学侨民群体中，高级研究人员已达数万人之众。英美学术框架的霸权已逐步取代了大学中本土的法国批判与哲学传统——这正是上文在“知识传统基底”部分所描述的1968年后时期的“进口-出口”轨迹。通过DGSI 及更广泛的法国情报机构所获取的技术与监控能力，构成了强大的国内监控体系；《军事规划法》及后续的监控扩展立法，打造了欧洲规模最大的国内监控机制之一（尽管其规模远小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及“五眼联盟”的架构）。数十年来，法国在实质性技术政策方向上屈从于美国框架共识，这逐渐限制了法国的主权技术能力，即便在人才储备本可支持另辟蹊径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复苏之路在于实质性扩展Mistral AI——将其纳入明确的法国战略优先事项（只要有持续的政治和财政投入，巴黎在欧洲前沿AI竞赛中从结构上讲是可胜出的）；对学术研究架构进行实质性改革，以打破英美框架的垄断，并重振本土的批判性与哲学传统；通过创造条件使法国的科学和工程人才能够留任或回流，从而实质性地减少人才流失； 对监控架构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向议会监督与实质性的公民问责；重振戴高乐主义原则，即法国的战略技术自主权是实质主权的结构性构成要素，而非国家可以无限期推迟的奢侈品；以及将科学技术方向与更广泛的法国文明优先事项 （粮食主权、生态恢复、人口韧性），而非与日益脱离法国实质利益的英美式“边疆竞赛”优先事项挂钩。





10. 传播

法国的信息环境受制于某些结构性约束，这些约束被文化声望的表象所掩盖，而对该国进行实质性参与则需要坦诚地指出这些问题。 这个曾孕育出《我控诉》及作为公民社会核心形象的“知识分子”的国家，如今却拥有发达世界中最集中的媒体所有权结构之一：约九家私营实体实质上掌控了媒体经济，公共广播体系也正日益从属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态系统。

媒体集中于寡头所有制。 法国主要媒体（电视、大发行量报刊、广播、大型出版集团）的所有权集中于约九家私营实体手中：博洛雷（威望迪、Canal+、《星期日日报》、《巴黎竞赛画报》、CNews、Europe 1，以及通过威望迪收购Editis获得的阿歇特出版品牌）、阿尔诺（LVMH、《回声报》、 《巴黎人报》）、尼尔（Niel）（免费媒体、《世界报》、《观察家报》）、德拉希（Drahi）（Altice、《解放报》、BFM TV、RMC）、皮诺（Pinault）（开云集团、《观点》）、拉加代尔（Lagardère）（现由威望迪控制）、达索（Dassault）（《费加罗报》）、 萨德（CMA-CGM，《论坛报》、《普罗旺斯报》）、克雷廷斯基（《玛丽安》、Editis剥离后的业务）。这种结构性模式有据可查且持续存在：编辑方针逐渐受到所有权利益的塑造，博洛雷收购后，其旗下的CNews和Europe 1已明确作为右翼身份认同平台运作。 新闻自由排名持续下滑；在无争议议题上，调查性新闻的深度依然可观；而对结构性受保护议题（如“精英统治”的自我延续、媒体本身的企业所有制、实质性的“官商旋转门”运作，以及财政部下属机构中被诊断出的“精英”与资产管理协调机制）的沉默，正是这一现象的诊断性特征。

公共广播面临结构性压力。 法国电视集团（France 2、France 3、France 5）和 法国广播电台（France Inter、France Culture、France Info）作为重要的公共广播基础设施，在各类节目中保持着持续的高质量——特别是 法国广播电台，通过 France Culture 持续的哲学与文化节目，维护着世界上最扎实的公共广播传统之一。法新社（AFP） 作为全球第三大通讯社运作。公共广播体系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日益加剧：2022年废除视听许可费（redevance audiovisuelle）后，资金转入一般预算，导致政治经济力量对编辑方针的影响日益增强； 历届政府通过任命高级管理层的权力对编辑方针施加压力；与私营媒体框架共识的广泛趋同，正逐步侵蚀公共广播传统历史上所维护的实质性独立性。

数字基础设施的从属关系。 组织当代法国数字通信的主要平台——谷歌、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苹果、亚马逊、微软、Twitter/X、TikTok——均作为美国或中国的架构运行； 随着架构的构建，法国在监控与注意力层面的实质主权正日益受到制约。法国的Qwant搜索引擎尝试（成立于2013年，现已大幅重组）以及更广泛的主权数字基础设施讨论，仅产生了有限的运营替代方案；Olvid即时通讯应用及少数法国主权数字主体仅在边缘地带运作。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虽代表实质性的监管回应，但其运作仍局限于该架构既定的框架之内，而非对其进行实质性的重构。

基底与复苏方向。 法国在“传播”支柱中保留的基础包括悠久的intellectuel（知识分子）传统（伏尔泰、雨果、左拉、佩吉、萨特、福柯），作为实质性公民基础设施运作的librairie indépendante（独立书店）网络，édition（出版）传统所具备的深度品质（伽利玛、西尔出版社，以及在行业整合压力下仍坚持运营的小型文学出版社），Cahiers（《双周刊》）传统 （查尔斯·佩吉的《双周笔记》模式通过《精神》、《辩论》、《评论》及更近期的继承者得以延续），以及过去十年间蓬勃兴起的、横跨政治光谱且实质上游离于九大寡头架构之外。复苏的方向包括：针对媒体所有权集中的反垄断行动；实质性改革公共广播的资金与治理机制以恢复编辑独立性；将librairie indépendante（独立书店）网络及更广泛的独立媒体兴起视为文明基础设施而非残余的市场类别予以实质性支持；在技术与政治上可行之处构建主权数字平台替代方案；以及实质性地恢复intellectuel（知识分子）传统的诊断能力，以对抗自1968年后从内部吞噬该传统的解构主义。





11. 文化

法国的文化生产，与意大利并列，是任何1789年后社会所维持的最持久的文化-公民基础设施。电影（布列松、雷诺阿、罗默、皮亚拉、杜蒙）；文学（从蒙田到帕斯卡、拉辛、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波德莱尔、普鲁斯特、贝尔纳诺斯、加缪、 于勒贝克）；作为公民意识载体的哲学（从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经启蒙运动，到柏格森、韦伊，再到马塞尔、亨利、马里昂）；音乐（从库普兰和拉莫，经柏辽兹、德彪西、拉威尔、梅西安，以及从特雷内到布雷尔-布拉桑-费雷-芭芭拉的“法兰西香颂”脉络）；绘画（从普桑和勒洛兰，经大卫、 德拉克罗瓦、库尔贝、塞尚、莫奈、马蒂斯）；大教堂作为石砌的“Logos”（沙特尔、兰斯、亚眠、韦泽莱、圣米歇尔山、巴黎圣母院）；“遗产”基础设施（约四万五千处受法规保护的登录历史古迹）——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中最密集的文化-文明基底之一。

当代的断裂在生产层面尤为尖锐。法国电影业已被一套激进的补贴机制（预支票房款、国家电影中心、广播电视资助义务）实质性掌控，该机制在资助真正杰作的同时，也资助了大量平庸之作；出版界已整合为三大出版社 （阿歇特、埃迪蒂斯、马德里加尔）；学术与出版精英群体已实质上被盎格鲁-进步主义框架所俘获，本土的批判传统正因此被取代；于勒贝克的《服从》与《血清素》虽以冷峻的精准度解读了当代法国的崩塌，但它们更多是作为尖锐的边缘性矫正力量，而非重心的所在。 如今，伯纳诺斯-佩吉的文学脉络主要存续于复刻版以及沉思修道团体持续的传承之中。复苏之路在于实质性支持深度而非数量的文化生产——将文化政策架构转向数量更少但更具分量的作品，对librairie indépendante（独立书店）网络进行结构性保护，实质性地恢复humanités 传统，实质性地瓦解出版与媒体寡头垄断。文化基底足够丰厚，复苏在结构上完全可行；所缺失的，是那种将实质性文化视为文明基石而非商业部门的政治文化优先权。





当代诊断

对于一个拥有如此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而言，法国以异常突出的形式展现了当代技术官僚-管理体制所催生的特定结构性病症。文化声望的表象——生活情趣、生活艺术、 “文化遗产”、美食、电影、大教堂——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国隔绝于其现状本应引发的结构性诊断范畴之外。客观而言，法国与启蒙运动后的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正处于后现代性崩溃之中，只是带有独特的法国色彩；其文化基底比大多数同类国家更为深厚，因此诊断的紧迫性非但未减反增，因为该基底的持续存在，使得复苏在结构上成为可能，这是大多数同类社会无法比拟的。

法国特有的症状十分尖锐：2024年总和生育率为1.66，为二战以来最低；单人家庭占比超过37%；“黄背心”起义遭警方武力镇压，其规模导致了西欧最严重的抗议相关伤亡；2023年退休改革抗议活动通过《宪法》第49.3条强制表决得以平息；2023年纳赫尔·M.遇害后爆发的全国性骚乱，暴露了“郊区”的集中区域；每周参加弥撒的人数仅占5%，而自认无神论者比例已升至30%；媒体所有权集中于约九家寡头控制的结构之中；过去三十年间，“大专院校”被世袭势力掌控的现象有据可查；“官僚统治”与“官僚转商”（pantouflage）现象，使统治阶级脱离民主监督；“政教分离”（laïcité）日益固化为与社会根基相悖的反宗教教条；未完成的殖民与去殖民清算；2024年爆发的“2024年“农民危机”暴露了小农经济的结构性崩溃；当代学术界被盎格鲁-进步主义框架所俘获，取代了本土的批判传统；胡勒贝克的叙事作为国内最精准的诊断之声，以虚构形式阐明了政治文化主流无法承认的现状。对这些深层病理的系统性探讨可见于：精神危机, 西方的空心化, 唯物主义与调和主义,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后结构主义与和谐主义, 以及 “人”的重新定义。

这种法国特有的变体，正是“知识分子”传统独特的演进轨迹。这个孕育了帕斯卡尔的“两个无限”、梅恩·德·比兰的“内在生理学”、柏格森的“持续”以及韦伊的“等待”的国家，在1968年之后1968年之前的系列事件，抵达了一种解构，将奠基传统解读为一个亟待拆解的权力与排斥体系。这一轨迹源于内部生成——福柯、德里达、 德勒兹、利奥塔、拉康在法国大学内部运作——随后在二十年后被重新引入，作为盎格鲁-进步派的身份认同框架，取代了本土的诊断传统。更深层的“雅各宾派”式中央集权病症（托克维尔1856年的诊断，在两个世纪以来法国的每一种政治形式中都得到了重现） 在结构上与占据表面政治关注的左右轮替截然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种当代政治词汇无法企及的阐释。

从结构上讲，这意味着：法国无法通过标准的英美进步派方案（更多程序主义、更多世俗主义、更多行政整合、更多管理层面的多元化管理）来解决其人口、生态、融合及政治危机，因为该方案正是导致这些状况的直接成因之一。法国也无法通过“身份认同天主教”的应对方式或“国民联盟”的本土主义回应来解决这些危机，因为这些方案仅停留在表层话语层面，未能触及更深层的雅各宾主义及形而上学割裂的深层病灶。复苏必须直指结构性病理本身，这需要一种既非盎格鲁-进步主义、也非身份认同保守主义的框架。





全球主义架构中的法国

上文诊断出的国家特异性症状，存在于一个跨国生态系统之中——经典的全球主义精英和金融架构文章已对此进行了系统性论述。问题不在于这样的生态系统是否存在，而在于法国在其中占据何种具体位置 ——而答案是：法国是该架构中整合程度最高的国家分支之一。

人才输送管道。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17年的当选，为该架构中人才输送管道的运作机制提供了最清晰的例证。作为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的毕业生，马克龙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 & Cie）任职，并在入主爱丽舍宫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晋升之前，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项目（2016届）。这一轨迹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青年领袖”项目已在经合组织（OECD）各国培养了大批后续的国家领导人、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具有自主性：当新一代决策者在进入各自机构之前就拥有共同的思维框架时，协调便会在无需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自然发生。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到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职业轨迹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 ——法国精英的选拔日益通过跨国渠道进行，而非基于民主政治根基。

超国家技术官僚体系。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在货币、财政、监管乃至日益扩大的文化主权领域，正逐步向欧盟的技术官僚体系转移——包括欧盟委员会各总司、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以及欧洲议会不断扩大的职权范围。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曾通过短信 ，随后欧盟委员会销毁了这些记录，而欧洲审计院和欧洲申诉专员办公室均指出此举构成实质性的问责缺失。其结构性特征在于：塑造法国公共卫生、能源、农业、移民以及日益扩大的文化政策的实质性决策，是在法国政治体系之上的一层由那些对法国选民不承担民主政治问责的决策者所作出的。

资产管理集中化与2023年养老金改革。 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Vanguard）在法国大多数主要上市公司中持有高度集中的股份（目前在CAC 40指数成分股中的平均持股比例已相当可观）；在2023年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贝莱德曾专门与法国政府官员会晤，该改革的核心政策目标——延长工作年限并扩大私人养老金产品市场——与贝莱德在法国资产管理市场的战略利益相契合。 该改革方案极不受欢迎，以至于马克龙政府不得不动用49.3条款，以压倒本可能否决该方案的议会多数派。其结构性模式是：实质性政策方向反映了资产管理架构的利益诉求，而当实质性方向遭遇民主阻力时，议会机制便被绕过。

作为跨国整合的媒体垄断。 治理支柱中前文提到的由九大寡头掌控的法国媒体所有权格局，绝非仅限于国内。主要控股集团（博洛雷-维旺迪-埃迪蒂斯-阿歇特、阿尔诺-LVMH-《回声报》、尼尔-《世界报》、德拉希-阿尔蒂斯-BFM、 皮诺-《观点》、克雷廷斯基-《玛丽安娜》-CMA CGM-萨德）已融入更广泛的跨国金融资本架构；法国各大媒体的编辑方针，在体现国家的特定语境下，反映了更广泛生态系统所维持的框架共识。类似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知识框架功能，在法国通过蒙田研究所（法国大西洋理事会分支机构）、数十年来三边委员会的法国成员，以及法国主要学术机构与上述知识传统基底中诊断出的英美框架的实质性融合而运作。

意识形态渗透与基金会网络。开放社会基金会主要通过资助司法改革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移民政策倡导网络；盖茨基金会则通过巴斯德研究所及更广泛的法国制药研究体系开展运作；2022年参议院调查所揭示的麦肯锡对政府的渗透，揭露了咨询公司深度介入法国疫情应对及更广泛的行政政策。对这些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详见全球主义精英和金融架构；法国对生态系统层面分析的贡献在于，它展示了一个拥有实质性基础的国家如何在精英招募、超国家技术官僚体系以及资产管理层面进行整合，同时其社会基底仍在民众层面持续运作，二者之间的鸿沟则催生了“黄背心”运动及其后续动员，成为一种结构性症状。





复苏之路

“和谐主义”为法国提供的，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内，法国自身的基底可被解读为一种鲜活的宇宙观，而非零散的文化遗产残余。该框架并非外来之物；它是法国本土所承载之物的阐释。

从法国当前的立场出发，可实现的整合具有特定性。即将共和普世主义与其宇宙论根基重新耦合：自由、平等、博爱三元组无法实质性地被恢复为世俗的程序中立主义，因为它依赖于天主教-基督教底层所编码的宇宙论认知——植根于imago Dei（上帝的形象）与宇宙秩序的人类普遍尊严，植根于共同参与Logos（天主圣三）的实质性平等，以及植根于共同血缘关系的fraternité（博爱）。 将天主教-神秘主义基底明确命名为本土的“和谐现实主义”，而非将其视为迷信残余或文化装饰，使该基底得以作为共和三元组所需的活生生的根基发挥作用。将“世俗主义”实质性地恢复至其1905年“兄弟般妥协”的含义：在信仰事务上实质性地不施加强制，国家拒绝将形而上的中立主义强加于公民社会 ——这才是该基底能够真诚拥护的历史性“世俗主义”，而当代僵化的形式在结构上与文明的延续性不相容。实质性地激活“去中心化”与辅助性原则，借鉴托克维尔对“雅各宾派”中央集权的诊断，以及雅克·马里坦 （《人与国家》、《整体人文主义》）及埃马纽埃尔·穆尼耶（《人格主义》）所承袭的实质性推行“去中心化”与辅助性原则——将财政与监管权限实质性下放至“大区”与“市镇”，实质性限制“大专院校”至“高级公务员”的输送管道（其世袭垄断现象已历经三十年被充分记录），实质性瓦解49.3 的否决机制。通过小农农业运动、扩展Compagnons du Devoir模式、将AMAP和慢食网络作为文明优先事项予以支持，在人口层面实质性地重振风土、手工艺和景观。 实质性地完成殖民-去殖民清算——阿尔及利亚、奴隶制、法非关系——通过结构性而非象征性的承认，认识到国内后殖民人口的融合失败，正是海外未处理清算问题的国内映照。

超越基础层面的整合，四项主权重塑指明了后现代畸变所必需的变革方向。 金融主权：实质性激活本土的天主教社会传统及社会与团结经济传统，作为食利金融模式的替代方案；针对银行业垄断采取反垄断行动；实质性改革资产管理业对法国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实质性利用欧元区架构名义上允许的政治空间，在该架构内恢复财政主权；在金融化压力的背景下，对合作社和互助部门，以抵御金融化压力。国防主权需通过实质性重启戴高乐主义的战略自主基底来实现：基于法国实质性利益而非大西洋框架忠诚度，重新谈判与北约的关系；将force de frappe（打击力量）学说重新定位为真正的威慑自主；对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及更广泛的采购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打破国防采购与主要工业主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在军事层面实质性地完成殖民与去殖民的清算；对军火出口逻辑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国防工业的可持续性与主权战略目标实质性地保持一致。通过在明确的法国战略优先事项框架内实质性扩展“Mistral AI”级主权技术能力，实现技术主权； 实质性改革学术研究架构，以打破英美框架的垄断并重振本土批判与哲学传统；通过创造条件使法国科技人才得以留任或回流，从而实质性减少人才流失；对监控架构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向议会监督与实质性的公民问责。传播主权 通过反垄断行动遏制媒体所有权集中；实质性改革公共广播的资金与治理机制，以恢复编辑独立性；实质性支持librairie indépendante* 网络及更广泛的独立媒体，将其视为文明基础设施而非市场残余类别；在技术与政治可行之处，构建主权数字平台替代方案；实质性恢复intellectuel（知识分子）传统的诊断能力，以对抗自内部吞噬该传统的1968年后解构主义。

贯穿所有这些的，是灵魂登记册修养的完成。法国所保存的天主教神秘主义基底，在静观修道机构和哲学传承层面依然鲜活；其结构性缺失在于缺乏面向大众的普及传播，以及印度、 中国及萨满传统所提供的跨图式整合。印度传统（克里亚瑜伽的prāṇāyāma、按名称激活脉轮、吠陀奥义书的心灵教义）、中国传统（道家Jing - Qi - Shen 修习、丹田、作为具身能量的气功），以及萨满传统（医药轮、四方方位、光体）所提供的明确具身修习架构，正是法国天主教底层传统所深层援引的（见“法国学派”的“道之境”，希西阿斯-西多会传统中的借用， 在柏格森将神秘主义阐释为形而上学思想的完满之中），但并未以平民可及的尺度加以传播。这种整合并非宗教融合；这些图谱之所以汇聚，是因为其疆域本为一体。对于法国读者而言，这并非外来内容的叠加；而是对帕斯卡尔《思想录》、 韦尔的《期待》、柏格森的《两源》以及九个世纪以来加尔默罗会-西多会-卡特修会制度基底所阐明并指向之物的实践化。上师与向导阐明了结构性的终点：修习形式是载体， 其最高目的在于孕育立足于直接根基的觉悟实践者，而非对形式的永恒追随者。

这一切都不要求法国放弃其现代性或共和体制。但所有这些都要求法国拒绝那种假设——即启蒙运动与宇宙秩序的割裂是某种圆满而非创伤，即十八世纪那宣告形而上学脱离基底的姿态，最终造就了一种无法脱离其曾宣称独立的基底而存活的文明。帕斯卡尔在革命到来之前就已洞见：le silence éternel de ces espaces infinis m’effraie（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寂静令我恐惧）。这一片段指出了启蒙运动的割裂将现代性困于其中的境况；而这种恢复，则是对以下认知的回归：那沉默并非永恒，因为那些空间并非无限；而文明一直试图对抗的基底，其实始终是它脚下的土地。





结语

法国与和谐主义之所以相通，是因为二者虽通过不同的语域，却阐释着相同的结构。法国将和谐主义所称的“Logos”（作为姿态呈现的和谐）称为douceur；将和谐主义所称的“通过具体特殊性感知形式的辨别力”称为finesse；将和谐主义所称的“场所对其所产物的活生生的参与”称为terroir；将和谐主义所称的“Dharma”称为art de vivre ——即在日常肌理层面所体验的“对位”（alignment）；“engagement”（投入），即“和谐主义”所称的、有教养之人对其所处时代保持责任感的伦理姿态；“grâce”（优雅），即“和谐主义”所阐释的、作为馈赠抵达灵魂的“恩典”（Logos）。词汇间的互译之所以可能，正因这片疆域本是一体。

每一种文明都蕴含着隐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于，这种隐性的形而上学是否与“和谐主义”所明确阐释的内容相交汇，它 在何处汇聚，在何处分歧， 以及从该文明特有的基质内部出发，重构之路将呈现何种面貌。法国承载着当代世界最深厚的实质性基质之一——作为制度性实体的天主教-修道院-神秘主义谱系，作为活生生的宇宙论实践的terroir饮食文化，从帕斯卡到马里翁的哲学-神秘主义传统作为持续的阐释，作为受保护的文化美学基础设施的paysage与patrimoine，以及作为实质性栖居形式的共和公民建筑作为实质性栖居的形式。这一基质同样承受着持续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压力被文化声望的表层所遮蔽，而本文试图通过诊断性视角将其清晰呈现。复兴在结构上具有可能性，因为基质依然存在。使这项工作得以言说的词汇体系现已具备。《温柔》（Douceur）在其恰当的语境中，是Logos*通过肢体动作呈现的鲜活印记；法国的复兴，即是恢复那种印记能够重新组织日常生活——而非仅作为文化声望残余而存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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